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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城市”：现实考验与未来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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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对全球化的响应，城市发展领域在２０世纪末出现
以“世界城市”为核心概念的理论思潮及社会实践，并且设定了城
市研究的主流范式。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使得“世界城市”面临
严峻的现实考验，其理论缺陷及实践问题得到充分暴露。因此，需
要基于更为多元化的城市化基础和城市发展经验，对“世界城市”
的基本理论框架从发展战略、经济基础、社会效应和文化导向等多
层面展开审视和再造，以便更准确地把握“世界城市”的未来发展
趋势。这可以归纳为：强调国家责任和本土意识的“在岸发展”战
略；兼顾流量枢纽和创新中心的全能型经济框架；贯穿利益相关者
视野的社会共治之道；基于经济实力和文化传播力支撑的本土文

化自信。尽管全球化遭遇重大挑战，但其基本进程并未中断，全球范围的塑造“世界城市”的追
求仍将持续。只不过是在具体塑造路径和认识上，将以更为多元化、多样化的方式展开；同时，
“低碳发展”、“幸福城市”等新兴发展理念将与更新后的“世界城市”理论共同丰富人们关于城
市发展范式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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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随着新国际劳动分
工的发展，全球经济体系整合发展的态势日益明
显。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一批影响力上超越国
家范围、在全球经济中发挥指挥和控制作用的大
都市。① 针对此类城市在全球化语境下运行规律
的探索，形成了“世界城市”理论（Ｗｏｒｌｄ　Ｃｉｔｙ
Ｔｈｅｏｒｙ）。② 在“世界城市”研究中，“世界城市”
（Ｗｏｒｌｄ　Ｃｉｔｙ）作为一个专有名词被加以研究的。
它具体是指同经济全球化相对应的城市发展范

式，而非泛化研究“世界的城市”。最具代表性的
“世界城市”研究观点认为：全球化时代优秀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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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相关的研究认为，目前这批城市整体规模在５００—６００个。

２０１１年，英国拉夫堡大学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研究小组（简
称“ＧａＷＣ”）基于跨国企业的联系网络，最新一轮考察识别了

５２５个深度介入全球经济活动的城市；同年，麦肯锡全球研究
院则估算出对世界经济有重要影响作用的６００个全球顶尖
城市，它们仅占全球人口的２０％，却贡献了世界 ＧＤＰ的

５０％强，即３０万亿美元。
“世界城市”作为一个讨论对象，可以追溯到戈德斯（Ｐ．Ｇｅｄ－
ｄｅｓ，１９２４）和哈立（Ｐ．Ｈａｌｌ，１９６６）。虽然他们的著述将“世界
城市”解释为对世界多数国家发生经济、政治、文化控制的中
心，但尚未预见到城市可以担当还在酝酿中的全球化经济活
动的节点和经济流量的枢纽。因此，当时讨论的“世界城市”

并非是同全球化进程相对应的当前语境下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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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质特征是拥有全球经济控制的能力。这种控
制能力表现为少数关键部门的快速增长，包括企
业总部、国际金融、全球交通和通讯、高级商务等。
“世界城市”就是全球化发展的产物，是全球经济
协调与控制的节点，是当代世界经济的核心驱动
力。当然，众多研究者也指出，“世界城市”一方面
通过相互间的交流与控制形成网络等级体系，另
一方面也因为影响力的集中而明显加剧了空间的

极化和阶级的对立。进入２１世纪，产生于全球化
大潮的“世界城市”在全球化经受重大冲击之时，
当然也会面临对它的全面考验。其一，２００８年全
球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各个世界经济活动主体都
受到不同程度冲击，城市特别是开放度高的“世界
城市”作为独立经济主体受创更大，一批经济结构
单一、侧重于离岸金融服务的老牌“世界城市”遭
受重大打击；一批新崛起明星城市的发展轨迹戛
然而止。这都提示人们，应重新看待“世界城市”
的经济基础、发展取向、社会效应、文化导向，乃至
审视整个“世界城市”理论范式。其二，全球主要
国家综合实力对比的显著变化正推动世界经济及

其节点城市（即“世界城市”）进入洗牌时期。这尤
其表现在亚洲经济的整体崛起和以“金砖国家”为
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国家的集体成长。正因为实力
对比的变化，有关如何发展“世界城市”的认识也
逐步显示出多样化。更多非“西方”的经验和智慧
得到了肯定与重视，后发城市进一步提出了探索
适合自身特点的“世界城市”塑造模式的愿望，也
增强了赶上乃至超越西方传统“世界城市”而进入
全球网络的更高等级的自信。总之，“世界城市”
的理论与实践，因全球化浪潮而起，也随全球化经
历了一个完整的高低潮周期，当前正是对其开展
更为客观、全面审视的时机。

一、“世界城市”的战略面向

“世界城市”研究，提出了在国家间关系之外，
还有着更为直接的全球联系———“世界城市”网
络。联合国贸发会议（ＵＮＣＴＡＤ）出版的《世界投
资报告２００１》就写道：“一家国际银行的区位选择
与其说是在英国和德国之间，不如说是在伦敦和
法兰克福之间进行选择。”实际上就是强调了在某
些领域（比如国际金融）“世界城市”的全球联系强
度要超越所在国家的整体联系。“ＧａＷＣ”的研究

更直接描绘出了一个由多达３等６级超过５００个
城市构成的世界经济网络。这也使得围绕“世界
城市”的实践一直有浓厚的离岸化发展倾向。

“世界城市”的离岸发展思维倾向认为：突出城
市的国际化甚至强化全球性联系，可以使城市超越
所在区域和国家的发展状态，而从全球化浪潮中汲
取活力，达成更好的发展表现，由此在实践中出现
“去国家化”、“超国家化”倾向。马太·多甘观察到
世界日益变成一个巨型城市和超级城市构成的世

界，进而大胆地提出“也许我们正在缓慢但显而易
见地从民族国家的时代向世界性大都会国家的时

代前进”①。这一假说，还得到了来自地缘政治学
界的呼应。英国地缘政治学的代表人物帕克就认
为，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城市”及其网络的发展会影
响到整个的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他甚至大胆地提
出，世界将进入新城邦时代②。拥有洛杉矶和旧金
山两大都市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早在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初，就因其经济规模全球第八而自称第八大国
家，直接开始讨论州政府的外交政策。③ 在伦敦，

围绕城市持续发展是依赖于英国还是纯粹依赖于

国际面向的争论此起彼伏。来自“伦敦金融城”
（Ｃｉｔｙ　ｏｆ　Ｌｏｎｄｏｎ）的声音认为，其发展已同第二次世
界大战后持续式微的英国经济脱钩而融入了全球

经济金融的高速发展中，以至于提出了“英国在沉
没，但伦敦还浮着”④的讲法。值得玩味的是，此次
金融危机爆发之际，加州成为美国首个面临破产的
联邦州⑤，而伦敦也已经历了１５个月的经济负增
长，以致被舆论认为此次伦敦也行将“沉没”⑥。

这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再次对“世界城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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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美］马太·多甘：《四百个世界顶级巨型城市》，载《国际社会科
学》，２００５（３）。
［英］杰弗里·帕克：《城邦———从古希腊到当代》，济南，山东画
报出版社，２００７。

ＪＯ　Ｇｏｌｄｓｂｏｒｏｕｇｈ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７２，Ｎｏ．２（Ｓｐｒｉｎｇ，１９９３），ｐｐ．８８—９６．
原文为：ＵＫ　ｓｉｎｋｉｎｇ，Ｌｏｎｄｏｎ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来自本文作者同伦敦金
融城规划官员的访谈。

无独有偶，１９９４年在一场相对小型的美国金融危机中，位于加
州的橙县（在美国行政体制中属于市）就由于金融投资失败而
出现城市破产。州政府和美国联邦政府均拒绝对其救援，而
任其宣告破产。

该评论来自美国《时代》周刊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２０日封面文章，原
标题为“Ｌｏｎｄｏｎ　Ｓｉｎｋｉｎｇ”。



发展面向给予了警示。离岸模式的“世界城市”建
设，往往是突出强调了城市的全球抱负与国际面
向，几乎狂妄地认为城市可以单纯通过担负国际
功能乃至离岸业务、中转职能来达成经济结构与
规模的跃升。无论是此次全球金融危机，还是上
溯到２０世纪末的亚洲金融危机和墨西哥金融危
机，国际投资从来都是出逃的主力，而受打击最重
的恰恰是它们之前蜂拥而至的所谓“世界城市”。
因此，城市的“离岸”热情需要“退烧”，转而强调世
界视野与“在岸发展”的结合。所谓“在岸发展”，
就是明确一个前提，即一个城市可以用“超前”但
不可能“超越”其腹地的发展阶段而单独获得领先
于整体发展水平的目标成果。“在岸发展”可能代
表着更为成熟的“世界城市”发展取向。
其一，采取“在岸发展”战略的“世界城市”就

是强调塑造“世界城市”的国家目标，谋求根植性
（ｉｍｂｅｄｄｅｄｎｅｓｓ）的发展。其塑造“世界城市”的终
极目标在于通过“世界城市”强化整个地区和国家
对于全球化经济的参与度和影响力，通过“世界城
市”的塑造引领国家的发展。东京作为全球最为
重要的“世界城市”①，一定意义上就是“在岸发
展”的一个代表。同规模比肩的“世界城市”相比，
东京被认为国际联系有限，其之所以能够获得世
界性影响，主要在于其集聚的财富５００强的日资
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而非真的为全球性企业所
青睐。因此，它一度被评价为仅仅算是“日本的
“世界城市””②而非如纽约、伦敦乃至香港那样真
正“超越国家”的“世界城市”。当时作为贬义的表
达，今天看来恰恰反映了东京在发展意义上的良
好根植性。如果“世界城市”对于本土发展的贡献
非常有限，就丧失了塑造“世界城市”的初始意义。
对于后发国家而言，塑造属于自己的“世界城市”
的国家目标越鲜明，把“世界城市”视为保证国家
崛起、提升国家能级的关键，就越应该从国家战略
的高度予以实施。
其二，“在岸发展”战略强调用本土意识打造

“世界城市”，首先关注和经营好城市自身和直接
腹地，以此作为实现或巩固“世界城市”地位的力
量所依。所谓城市直接腹地，往往是超越行政区
划边界的实际的城市功能辐射范围。欧盟主导开
展的“功能性区域”（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Ｕｒｂ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③

界定，强调了基于实际的工作人口通勤流量来识

别城市实际经济能量的边界；这一方式在美国识
别其大都市区范围时长期得到运用④。“世界城
市”建设，就是要注意构筑良性的城市—腹地互动
关系，通过合作机制和沟通网络，延伸城市的影响
力；同时，扶持以“世界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发
展，使“世界城市”成为本地区和国家融入全球化
进程的桥梁，成为传递和转移全球化势能的“高
地”，而不是独享全球化的“飞地”。

二、“世界城市”的经济基础

在有关“世界城市”的代表性研究⑤中，曾归
纳形成这样的认识：“世界城市”的形成发展必须
是所在国家实现工业化发展之后才能实现的，因
此，“世界城市”只诞生在世界体系中的核心和半
边缘国家。⑥ 在实践领域，至今还没有成功先例
显示一个城市可以超越其腹地的发展阶段而单独

获得领先于整体发展水平的目标成果。然而，在
世纪之交的城市发展实践中，可以观察到的是后
发国家建设“世界城市”的持续热情。具有代表性
的观点⑦认为，建设“世界城市”能够在国家、区域
崛起中担当引领角色，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超前于
整体发展水平塑造“世界城市”功能就具备了经济
发展意义上的必要性。
需要指出的是，发展中经济体建设“世界城

市”在经济学意义上的挑战，恰恰来自“世界城市”
理论范式本身的两条预设。其一，把“世界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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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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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森在其代表作《全球城市：纽约、伦敦、东京》（２００１）一书
中，更将东京列入最高等级的“世界城市”。

原文为“Ｊａｐａｎ’ｓ　Ｗｏｒｌｄ　Ｃｉｔｙ”（萨森，２００１）。
“ＦＵＲ”的界定和统计由欧盟统计署（ＥＵＲＯＳＴＡＴ）自２００４
年启动。

美国称为大都市标准统计区，其得出的边界同行政区划的边
界也是不一致的，同样体现了强调实际的功能性边界的思
维。

Ｄａｖｉｄ　Ｓｉｍｏｎ．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Ｃｉｔｙ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ｉｎ　ＰＬ，１９９５．Ｋｎｏｘ＆ＰＪ　Ｔａｙｌｏｒ．Ｗｏｒｌｄ　Ｃ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ａ
Ｗｏｒｌｄ　Ｓｙｓｔｅ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５．
弗里德曼（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ｎ，１９８６）在题为“‘世界城市’假说”的著
名论文中，就把“世界城市”划分为：世界核心的“世界城市”、

半边缘的“世界城市”，认为这是对于新国际生产分工的空间
组织反映。这一分类思路几乎是所谓世界核心———半边
缘———边缘三分法的世界体系思想（沃勒斯坦，１９７４）在城市
体系中的直接延伸。

刘淇：《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推进“世界城市”建设》，载《求
是》，２０１０（１０）。



预设为同后工业社会相对应的城市形态；其二，把
“世界城市”的经济结构预设为服务经济，特别是
以专业服务业为核心。当今发展中国家建设“世
界城市”，一方面挑战了只有在后工业化经济阶段
才能建设“世界城市”的预设，另一方面又比较忠
实地遵循了关于塑造服务经济结构的预设。
基于这一逻辑考虑的极端案例都可以在现实

中找到。作为一个整体案例，拉美城市建设的“大
跃进”可以追溯到２０世纪下半叶，当时有里约热内
卢、圣保罗、布宜诺斯艾利斯、墨西哥城等一批首都
或首位城市在人口和经济总量意义上快速崛起。
快速城市化和大城市的崛起，引领着拉美崛起的希
望；但是，伴随而来的是所谓的城市贫民窟、“拉美
病”、“失去的十年”、拉美金融危机。一项案例研
究①考察了阿根廷相对富裕的“世界城市”和远未
充分发展的内地并存的情况，发现布宜诺斯艾利斯
作为阿根廷首都占据了所有的对外国际航班，而同
时其与国内其他城市的航空和陆路交通都是相当

有限的，首位城市的国际化深化反而阻碍了其他城
市和地区同全球化经济的直接联系。在２１世纪，
在印度城市发展中仍能观察到类似的情况。印度
“金四角”城市新德里、孟买、金奈、加尔各答以及中
部的班加罗尔，基于国外投资和服务外包，迅速加
入全球生产网络，其城市发展也进入快车道，但是
并没有证据表明，明星行业、明星城市的发展整体
上引领了国家整体的加速发展，以至于国际咨询机
构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对于印度城市化给出的药方

是：建设“包容性城市”，加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
资，让更多人分享城市发展的成果。②

严峻的现实并没有抑制更多城市投入到这一

潮流中来，直到此次金融危机，以专业服务业为主
的“世界城市”面临的重大冲击迫使人们重新思考
关于“世界城市”经济形态的基本预设：“世界城市”
的产业基础必定是服务经济吗？如何看待新工业

革命所带来的制造业机遇？“世界城市”的核心功
能必定是金融吗？如何看待创新研发的驱动能力？

重新回顾“世界城市”理论范式的形成过程，可
以发现一些认识偏差早已形成。萨森在其代表作
《全球城市》（１９９１）中的确强调了“全球城市”的“生
产者服务业”（ｐｒｏｄｕｃｅ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功能，认为“全球城
市”形成的重要基础是投资全球化和金融证券化，
“全球城市”是专业化服务的供给基地和金融创新

产品和市场的生产基地，“全球城市”的主要特点在
于它是创造这些高水平商务服务的最高级生产场

所。拉夫堡大学“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研究小组”
（ＧａＷＣ）③根据萨森的这一核心判断，主要运用了
生产者服务业（会计、广告、金融及法律等）跨国企
业在全球部署的数据，首次向世人揭示了“世界城
市”网络结构和等级关系。在“世界城市”相关数据
整体缺乏的情况下，“ＧａＷＣ”以核心领域有限数据
的分析成功反映“世界城市”整体态势的这一研究
策略得到了广泛的好评。但是，当学术领域的这一
发现在向指导实践延伸的过程中，一个认知误区出
现了。不少城市的实践者片面地解读为“世界城
市”的经济内涵就是生产者服务业。以致过分强调
了城市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而忽视了消费性服务
业的地位，制造业更是被“驱逐”出城市。城市内部
的产业多元化显著下降，城市之间的产业异质性显
著下降，主要“世界城市”已日益成为单调的服务经
济。而在本次金融危机中，此类功能单一的代表性
“世界城市”如纽约、伦敦、香港等，往往成为受打击
最大的城市，且不少城市由于功能单一很有可能从
此一蹶不振。实际上，戴维·西蒙就研究指出：“单
纯靠发展某一个单项的全球功能，并不是成为‘世

界城市’的充分条件。”④甚至在“世界城市”的先驱
研究中⑤还提出，“世界城市”应该同样是重要的制
造业中心。
今天重新思考“世界城市”的经济基础，有理由

形成如下一些新共识：

其一，在未来“世界城市”建设中，“世界城市”

服务经济化仍是共同趋势，但这一趋势并不会必然
导致整齐划一的城市服务经济形态。例如，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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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印度城市：建设包容性城市，使经济持续
增长》，２０１０年４月。
“ＧａＷＣ”的代表性人物有Ｐｅｔｅｒ　Ｔａｙｌｏｒ，Ｊｏｎ．Ｂｅａｖｅｒｓｔｏｃｋ，Ｂ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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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中国学者参与了该小组的研究出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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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巴西、南非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整体依然处于
工业化发展的社会经济阶段，在以价值链组织区域
生产的当今，制造业、服务业产业融合的态势越来
越明显，发展中国家城市经济发展与西方国家必然
存在较大差异，而呈现第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特
征。
其二，新型制造业在“世界城市”仍拥有生存空

间。尤素福在代表世界银行对于中国大城市的研
究①中就特别强调保持适当的制造业规模对于持

续高速增长的支撑价值，提出复杂资本产品制造业
在生产率提升方面高于服务业②，在能耗与污染控
制和空间占用等方面又不比现代服务业逊色，完全
可以成为城市的一项功能而长期存在。第三次工
业革命③的提出，更是展示了基于网络的分布式小
批量精确制造回归城市的前景。
其三，“世界城市”的竞争正从原来以争夺经济

流量枢纽功能为取向，转向将创新创意作为同样重
要的高端功能予以重视，并开展新一轮的竞争。④

金融危机的发生，加速了全球竞争从资本竞争向创
新竞争的转轨步伐，各国不约而同地谋求通过科技
创新、文化创意形成新的增长驱动力来走出危机阴
影。在全球城市层面的大洗牌也正在酝酿，一批高
端枢纽城市在危机中受到的冲击最大，至今难言完
全重振；而一批以创新见长的城市则进一步脱颖而
出呈现出引领发展的能力，一方面在现实中撼动了
原来的“世界城市”等级体系，另一方面也在理论上
丰富了关于“世界城市”核心功能的认识。２０００年

７月，《连线》杂志提出了“全球科技创新中心”
（Ｇｌｏｂａｌ　ｈｕｂｓ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的概念，并
通过咨询政府、企业界、媒体等人士评出硅谷（旧金
山）、波士顿等４６个全球科技创新中心。这批城市
恰恰在“ＧａＷＣ”基于生产者服务业数据“世界城市”
评价中等级不高，且在２０００年以来呈现等级下降
趋势。《连线》这一研究得到了世界银行的认可，并
在２００１年《世界发展报告》进一步深化为“技术成
长中心”（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ｇｒｏｗｔｈ　ｈｕｂｓ）概念。２１世纪以
来，基于创新功能的城市研究正在迅速增长。⑤

因此，关于“世界城市”经济基础的更为全面的
认识，应该警惕单纯偏重金融、保险等高端生产者
服务业功能的局限性，拓宽全球生产网络、研发创
新、文化创意等新的因素。应该比较均衡地发展高
级服务业与先进研发制造业，既承担经济活动节点

功能，又是创新的卓越中心所在，以全能型“世界城
市”展现更强的生命力。

三、“世界城市”的社会效应

有关“世界城市”最初的开创性研究⑥中就警
告，“世界城市”的发育，会将全球化的参与者和被
边缘化人群之间的反差在极为有限的时空里最为

极端地呈现出来，从而导致“世界城市”的社会割
裂、城市“绅士化”（Ｇｅｎｔ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等问题。在此后
的全球化与城市互动的大量研究中也有持续的深

化。但是，当全球范围塑造“世界城市”成为一场
“时髦”运动时，这往往只是作为“世界城市”建设中
的一个“不良反应”、“副作用”而被实践者所忽视，
结果是社会不平等、人群对立的情况在全球的“世
界城市”塑造中一再重演———从老牌“世界城市”的
伦敦骚乱、巴黎骚乱、席卷全美的“９９％对１％”运
动，再到后发的“世界城市”为贫民窟和新移民问题
所困扰。

“世界城市”由于自身的功能定位，决定了其辐
射的范围超越行政边界，服务人群也不再仅限于市
民。国际企业、非市民常住人口、周边腹地居民与
企业、游客、离乡流动人口等，都成为了“世界城市”
的利益相关者。而这些利益相关者对于“世界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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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素福（２００９）的研究反映：１９６０—２００５年间，美国全要素生产
率提高幅度最大的行业是设备、部件和材料生产行业，某些服
务行业生产率的大幅提高也是由于硬件改善的推动作用。在
产业研发强度方面，服务业也几乎是强度最低的行业。
［美］里夫金：《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北
京，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１。

屠启宇主编：《国际城市发展报告（２０１２）》（总报告），第３页，北
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２。

罗伯特·哈金斯（Ｒｏｂｅｒｔ　Ｈｕｇｇｉｎｓ）领导的国际竞争力中心，自

２００２年连续发布世界知识竞争力指数（ＷＫＣＩ），考察了１４５个
城市（区域）的创新能力，识别了一批知识竞争力领先的城市
（区域）。在中国，杜德斌（２００４）开展了关于“国际产业研发中
心”的研究，黄鲁成（２００４）开展了关于“国际研发中心”（Ｒ＆Ｄ
ｈｕｂ）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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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世界城市”的利益相关者分析
利益相关者群体 利益诉求立场 全球化参与度 相关城市功能需求 对城市的主要关注点

城市居民中

贫困阶层
本土主义者 局外人

城市公共资源不被挤占；传统邻里关系得到
保持；居住区品质得到维持

较全面的社会保障，能够承受的物价、教育、
住房和交通

城市富裕与

中产阶层

介于世界主义者和
本土主义者之间

参与者
城市是理想的居住地，意味着更好的服务、
容易建立同商界和政府的联系、走向外部世
界的大门

社会地位、收入、安全、廉价的劳动力，关注
生活质量以及商品服务的质—价平衡

脱离农村的

城市流动工人

往往没有形成
集体性利益诉求

全球化的
有限得益者

尽管生活艰难，城市生活比乡村仍要好得
多；能够获得一些经济积累在当地或返乡；
能保证子女在客居地获得正规教育以争取
更好的未来

就业机会，可负担的最基本居住条件，最基
本的社会保障

非市民的常驻

商人与专业人士
世界主义者 参与者

城市是在短时间内获得最高利润的场所，是
进入各种公司和机构总部的理想之地，是少
花钱但能享受体面生活的地方

政治和社会稳定，安全，城市的服务、就学机
会、住房、社交、劳务市场。关注服务的可得
性与可靠性、产品质量，不太介意价格高低

短期访问者

与旅游者
世界主义者 参与者

城市的气氛、轻松宜人的环境、良好的购物
环境以及一切保证使假日和短期逗留舒适
愉快的因素

食宿、交通、安全、舒适、购物环境、观光资
源、特色商品与服务的可得性；关注服务—
价格间的平衡

城市周边直接

辐射区域人群

介于世界主义者和
本土主义者之间

有限参与者
对于中心城市功能释放与效益分享有明确
诉求，但往往缺少影响力

中心城市释放或转移部分功能；中心城市不
与周边区域形成人力资源、资金、商业机会
的直接竞争

市”的诉求，又并非必然的接近或一致。根据利益
诉求立场、全球化参与度、相关城市功能需求和对
城市的主要关注点等四个纬度，大致可以作出相
关分析（见表１）。

身份、地位、收入、诉求的不同，是否必然导致
社会割裂？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共治理。在
“世界城市”的公共治理中，是否将追求全球经济
枢纽地位和维护社会和谐共享置于同等重要地

位？是否达成政府和公民社会的协同共治关系？

是两项重要的检验标杆。

在单纯的“世界城市”视野中，经济利益往往
占据主导地位，往往将城市看作社会财富集聚与
增长的象征，城市经营具有明显企业化的色
彩———把城市视为交易的产品和经济活动中心，

城市功能主要是为人们的贸易活动、资本融通、信
息交流服务，城市发展目标主要是如何实现经济
的快速发展，如何在全球经济中具有主导意义的
产业竞争中击败对手。为此，城市发展重心主要
指向具有战略意义的目标地区（中央商务区、高档
社区、科技园区）。而在本次金融危机中，这些地
区恰恰成为被边缘化公众“占领”并发泄不满的目
标。①

更负责任感的“世界城市”发展，应当是把保
持包容性与社会和谐作为与建成国际枢纽地位同

样重要的目标，或者把社会和谐内化为“世界城
市”的基本要求。将城市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
个载体，而不是人类生存竞争的一个场所，城市发
展重心也相应地转向经济功能、社会功能、文化功
能的多重开发，以此来弥补或者防止社会分化，促

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创造一个既有竞争又充满
关爱和自信的城市氛围。对于这项目标，公民社
会某种程度上更适合担当主导角色。这就进一步
考验政府的自信，能否从善治走向共治。

“世界城市”的社会共治之道主要可以归纳
为：其一，利益相关者原则。即承认“世界城市”利
益相关者多元化的事实，尤其承认非市民的利益
主体（这里既有外来投资者，也有外来务工者）的
权益保障。其二，包容性原则。即城市的软硬件
配置和城市运行中都应正视各类弱势群体的创造

力与社会贡献，提供共享城市发展机遇的可能。
其三，赋权与能力建设。即通过公共权力分享和
能力建设激励第三部门在城市发展中发挥更积极

的作用，充当好社会黏合剂。②

四、“世界城市”的文化导向

“世界城市”突出的国际化功能和商务城市运
行特征无可置疑地推动了城市文化的趋同。在通
俗所言的“国际标准”、“接轨”等口号下，城市的功
能和物理性形态趋向高度一致，星级酒店、购物中
心、连锁超市等等成为标准配置；城市的软环境同
样呈现高度一致，从标准化的商业和商务服务环
境、统一的公共事务管理规范乃至同样的商品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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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有关“占领华尔街”运动在全美蔓延的完整信息可以参考“维
基中文网站”的“占领华尔街”词条。

此处观点参考了汤蕴懿撰写的“社会管理”的部分内容，收入
屠启宇主编：《从金融危机影响和上海发展阶段性特征看未
来发展的战略选择》，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
研究报告，２０１０。



牌和双语交流环境。“世界城市”在最大程度便利
国际交流的同时，也成为“全球化文化”（ｇｌｏｂ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与“本土文化”（ｌｏｃ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的最佳交锋
点。是追求千篇一律的大都市风格还是经典地方
特色？是服务于国际经理人以及创意阶层①，还
是关注社会底层大众及邻里社会的需求？文化导

向问题贯穿于“世界城市”发育发展的全过程。
其一，在社会文化意义上，产生于全球化潮流

的“世界城市”天然具有追求大都会风格、绅士化
的倾向。但硬币的另一面是，“世界城市”普遍存
在着本土文化受压抑、当地传统社区萎缩和弱势
人群边缘化的挑战。这可以上升为佛罗里达的
“创意阶层”②与雅各布斯的“大城市生与死”③两
个代表性理论的交锋。佛罗里达所抛出的创意阶
层理论，强调了大城市对于创新与繁荣的追求，关
键在于延揽对于全球化有良好感觉的特定人群；
而“服侍”好创意阶层的关键，在于都市文化的多
元化和市民的容忍度。而雅各布斯在行走于纽约
这个都市丛林之中时，记录了富有人情味的街角
邻里商店在标准化超级市场挤压之下的生死存

亡，呼吁的是对邻里社区和草根文化的关注。对
于任何一个城市而言，这一文化对立的矛盾不解
决，就无从谈起全社会形成建设“世界城市”之共
同愿景的基本文化基础。
其二，当前“世界城市”所推崇的国际标准与

全球化文化，总体上只是强势的西方文化与习惯
的代名词，在事实上阻碍了“世界城市”文化的多
样化与健康性。“世界城市”对于国际标准的追
求，的确起到了交流便利化的作用，但并没有满足
国际访客对体验异质文化的需求，结果最多只能
沦为某个西方“世界城市”的东方（或者南方）拷贝
者，落得一个“东方的巴黎”抑或“小纽约”之类的
评价。一个世界级的城市在文化方面必然要有其
独特的风格。未来“世界城市”的发展在不断提升
城市经济竞争力的同时，城市文化的塑造将成为
重要的发展纬度。如何将城市的历史传统、城市
标志、文化底蕴、市民风范、生态环境等要素塑造
出可以感受的形象，形成个性化的城市文化，将是
真正屹立于“世界城市”之林的关键所在。
其三，全球经济危机的发生，已然在一批城市

触发了社会对抗、文化对立。“世界城市”的社会
文化天平将更多向本土因素倾斜。关注弱势人

群、培植草根文化、缓解城市马赛克化、防止社会
严重对立，将成为“世界城市”公共治理的主要方
向。这也不免使得“世界城市”在所谓“白领骨干
精英”的眼里变得“平庸化”了，于是又牵扯出一个
更为深邃的问题：谁是“世界城市”的主人？谁来
定义城市的主流文化？“世界城市”远超出其本身
地域边界的辐射能力和利益相关关系，使得这一
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

“本土即全球”作为文化界讨论全球化影响的一
项共识④，为“世界城市”设定更具自信感的文化导向
提示了一个方向。所谓“本土即全球”的含义绝非单
纯排斥全球化，孤立封闭地、盲目自信地认为越本土
就越全球，这只能是一厢情愿。在“世界城市”文化
实践中，实现本土即全球的更为现实的轨迹可以归
纳为三个递进的层次。第一层次，接轨全球化文化
（即使它只是某个强势文化代名词），掌握全球化的
语言体系与文化思维。第二层次，用全球化的语言
与思维框架向世界阐释和传播本土文化。第三层
次，使本土文化进入全球化文化，甚至达到“本土即
全球”的最高层次，成为全球性文化的主流。
在具体的城市层面的文化实践中，基本的原

则应当是既具有开放心态包容欢迎全球化，又保
持对本土文化的自信、保护好本土文化。应当承
认，尤其对于发展中城市而言，保持好本土与全球
的平衡相当具有挑战性。这其中，首先是要坚信
文化无高低，同时承认真正的而非盲目的文化自
信来自城市的实力，尤其是由经济实力衍生而出
的传播力，本土文化会自然而然地附着在城市形
象、城市的产品和服务以及城市人之上。城市经
济实力越提升、城市功能辐射力越强大，本土文化
的传播力自然越增强，本土文化便越有可能对全
球化文化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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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界视点

①

③

④

②　创意阶层概念由佛罗里达提出，意指从事科技、文化和商业
领域创造性工作的人员，占全美总就业人口的３０％（Ｒｉｃｈａｒｄ
Ｆｌｏｒｉｄａ，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Ｃｌａｓｓ：Ａｎｄ　Ｈｏｗ　Ｉｔ’ｓ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
ｍｉｎｇ　Ｗｏｒｋ，Ｌｅｉｓｕｒ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ｖｅｒｙｄａｙ　Ｌｉｆｅ，Ｂａｓｉｃ
Ｂｏｏｋｓ，２００２）．
Ｊａｎｅ　Ｊａｃｏｂｓ．Ｔｈｅ　Ｄｅａｔｈ　ａｎｄ　Ｌｉｆｅ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ｉｔｉｅ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Ｒａｎｄｏｍ　Ｈｏｕｓｅ，１９６１．
有关全球化文化与地方文化的综述性研究参见Ａｒｊｕｎ　Ａｐｐａｄｕ－
ｒａｉ．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Ａｔ　Ｌａｒｇｅ：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Ｗｏｒｌｄｓ，１９９６，Ｊ．Ｆｒａｎｋ　Ｌｅｃｈｎｅｒ　ａｎｄ　Ｊｏｈｎ　Ｂｏｌｉ　ｅｄ．Ｔｈｅ　Ｇｌｏ－
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ｅａｄｅｒ　２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２００４．



五、“世界城市”的发展趋势

在进入２１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之际，关于什么
是发展、什么是竞争力的基本认识陡然转变。“全
球化”作为一个风行世界二十年的核心理念①，面
临新的挑战。在思想界和国际组织的强势推动
下，“低碳”、“幸福”等关于全球发展的新范式、新
规则相继浮出水面，给出了“什么是理想城市”的
更为丰富的思考空间②。
其一，“低碳”理念全面整合了此前的环境保护、

绿色生态、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思想，
成为指导生产、生活的新范式。③ 在低碳发展范式之
下，包括全球各领域的建设发展都面临衡量标准、发
展思路的根本性调整。在城市发展层面，有关成功
城市的基本标准可能发生彻底改变。充当全球化经
济空间节点和流量枢纽的“世界城市”能否经受住低
碳时代考验？这可以从基本特征、功能设计、生产和
消费行为、空间规划和城市尺度等方面对于“世界城
市”和低碳城市进行归纳比较（见表２）。
表２　“世界城市”与低碳城市发展诉求比较

“世界城市” 低碳城市

基本特征 空间节点、流量枢纽 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低碳
足迹

功能设计 国际化分工 就近满足

生产行为 全球产业链 生产当地化

消费行为 世界橱窗 消费当地化

空间规划 功能分区 混合布局

城市尺度
超级城市（千万人口、城市
连绵带）

同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当的
人口规模和空间尺度④

　　基于比较可见，在一些基本要素特征上，“世
界城市”同低碳城市存在着相当显著的差异。在
低碳潮流之下，“世界城市”可能面临两种局面：一
是作为一种城市发展的标杆、范式退出历史舞台；
二是“世界城市”进行自我调整，将自身“染”绿，争
取在低碳方面也发挥标杆作用。可以预见，只要
全球化进程依然延续，“世界城市”就不会退出历
史舞台。但是，增加“低碳”元素将是各“世界城
市”的必然选择，尽管并非每个“世界城市”都能够
实现低碳发展。为此，现存的“世界城市”等级体
系将不可避免地面临大调整。
对于后发城市而言，低碳发展的挑战是双重的。

首先，它代表着一个新的难度。在后发城市刚刚熟
悉一套竞赛规则⑤，并初步显示身手之际⑥，规则又
改变了。从规则改变的时机而言，老牌“世界城市”
不见得不欢迎这种调整，因为在现在运行的全球生

产网络框架下，老牌“世界城市”已无可避免地面临
着一批新崛起的“世界城市”的挑战，其高端控制地
位早晚要旁落。如果主动改变游戏规则，还可能更
有利于抑制竞争压力。其次，低碳发展对于后发“世
界城市”也预示着一个新的战略机遇。即新崛起城
市在初步取得全球化积极效应而相应的社会分隔对

立、资源环境压力等负面后果还没有完全显现之际，
引入一个新的更为科学的标杆体系，开始了一场同
老牌“世界城市”的初始差距并不那么大的新竞赛⑦。
其二，“幸福”作为另一种新思维，已经从主观

体验上升为继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和人类发展
指数（ＨＤＩ）之后又一个得到多方肯定的可测度的
发展评价标杆⑧ 。在城市层面上，“幸福评价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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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有关全球化的综述性研究，参见俞可平主编：《全球化论丛》Ｉ
至ＩＶ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２００５。

屠启宇、苏宁：《国际城市２．０：２０１２年国际城市发展趋势》，

见屠启宇主编：《国际城市发展报告（２０１２）》。

Ｐ　Ｆｉｓｈｅｒ，Ｐ　Ｍｏｎｔａｇｎａ．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ｒｏｎｏ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ｆｏｒ　ａ
ｌｏｗ　ｃａｒｂｏｎ－ｓｔｏｒａｇ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ｏｆ　ｓｏｉｌｓ，Ｎａｔｕｒｅ　１９９０．ａｎｄ　Ｇ．Ｍａｒ－
ｌａｎｄ　Ｔ．Ａ．Ｂｏｄｅｎ，ａｎｄ　Ｒ．Ｊ．Ａｎｄｒｅｓ，２００５，Ｔｒｅｎｄｓ：Ａ　Ｃｏｍｐｅｎ－
ｄｉｕｍ　ｏｆ　Ｄａｔａ　ｏ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Ｃａｒｂｏｎ　Ｄｉｏｘｉｄ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
ｙｓｉｓ　Ｃｅｎｔｅｒ，Ｏａｋ　Ｒｉｄｇ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Ｕ．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Ｏａｋ　Ｒｉｄｇｅ，Ｔｅｎｎｅｓｓｅｅ　２００５．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Ｓｔｅｒｎ．Ｓｔｅｒｎ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ｎ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ＵＫ　Ｔｒｅａｓｕｒｙ，２００６．
国际组织更为推荐中等尺度城市的发展（世界银行：《东亚复
兴：增长的思路》，２００７）。

指响应全球化、参与全球生产网络、加入“世界城市”体系。

近年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等级提升较快的基本上是来自发展中
国家和原转型国家的城市（Ｂｅｎ　Ｄｅｒｕｄｄｅｒ，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

Ｓｈｉｆｔｉｎｇ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Ｃｉｔｙ　Ｎｅｔｗｏｒｋ，２０００—２００８，

Ｕｒｂ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１０．）。

２００５年，来自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１８个超级大城市组建了“气
候变化领导集团”（简称“Ｃ４０城市”），承诺发挥大城市的特殊影
响力，合作采取行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走低碳发展道路。至今
该集团已超过６０个城市。

有关以幸福作为社会发展新测度方向的代表性建议有：

Ｓｔｉｇｌｉｔｚ－Ｓｅｎ－Ｆｉｔｏｕｓｓｉ，Ｒｅｐｏｒｔ　ｂｙ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２００９．对于幸福的代表性评价研究包括：Ｒｏｙ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Ｂｈｕｔａｎ．Ｔｅｎｔｈ　Ｆｉｖｅ－Ｙｅａｒ　Ｐｌａｎ．２００８—２０１３，Ｔｈｉｍｐｈｕ：

Ｇｒｏｓ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２００９；ＯＥＣＤ．
Ｅｕｒｏｓｔａｔ：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ｓｔｕｄｙ　ｆｏｒ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ｉｎｄｉｃａ－
ｔｏｒｓ．Ｔａｓｋ　４：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０；Ｏｆｆｉｃｅ　ｆｏ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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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世界城市”与幸福城市诉求相关性分析矩阵
国家幸福总额（ＧＮＨ）指标分类

心理健康 身体健康 可支配时间 教育 文化多元与弹性 善治 生态多元与弹性 生活水平 社区活力

乡村＊ 负面评价 负面评价

城市＊ 正面评价 不满足 不满足 不满足 担心或负面评价 正面评价

“世界城市”可能负相关 正相关 负相关 正相关 正相关 可能正相关 负相关 正相关 可能负相关

　　＊ 基于对不丹王国农村和城市地区的调查发现。资料来源：Ｊｏｈｎ　Ｈｅｌｌｉｗｅｌｌ，Ｒｉｃｈａｒｄ　Ｌａｙａｒｄ　ａｎｄ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Ｓａｃｈｓ　ｅｄｓ，２０１２Ｗｏｒｌｄ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Ｒｅｐｏｒｔ．

度”的引入更具颠覆性。“幸福感”的提出，本身就
是挑战对于经济实力与水平的单纯追求，而在全
球经济活动中的控制力恰恰是经典“世界城市”理
论的核心考虑。以不丹王国政府采用的国家幸福
总额（ＧＮＨ）指标体系比照“世界城市”考虑的相
关性，可见两种评价体系的显著差异（见表３）。
因此，这就不难解释在既有的调查中，很少有

高等级“世界城市”在市民幸福感排名中靠前的。
往往是更具田园风情的中小城市的幸福感排名突

出。①幸福评价的引入几乎可以完全颠覆关于什
么是理想城市、哪些是标杆城市的认识。但另一
方面，从全球人口流动考察②可见，城市、大城市
尤其是顶尖级“世界城市”仍是移民的不二选择。
一般的解释是，“世界城市”的活力与机会仍能吸
引人们“放弃”当前的幸福，承受收入差距、居住、
交通等种种痛苦，去追求自身更高层次的价值实
现。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
总之，“世界城市”理论与全球化伴生相随，在

全球化遭遇困难之际，“世界城市”的论调也相应
走低。但只要全球化的基本趋势不逆转，“世界城
市”便肯定仍然具有其理论与实践的市场。同样

可以肯定的是，来自后发城市的实践将有助于修
补和丰富已然遭遇挑战的“世界城市”理论框架。
当然，对于“世界城市”理论范式最为关键的发展
将在于，能否以及如何融合“低碳”、“幸福”等新兴
发展理念。否则，“世界城市”理论就将从城市发
展范式工具箱中的唯一选择下降成为多元选择之

一。这又未必不是一个进步。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重大项目“国际城市服务经济架构演变反思与中
国大都市服务业发展问题研究”（２００９ＪＪＤ７９００１４）
的最终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常山客）

①　在一项针对加拿大城市幸福感的研究中发现，多伦多（年收入

中位数近８万加元）、温哥华（年收入中位数超过６．５万加元）

等主要大城市的生活满意度都没有超过７．９，而多数中小城市

（年收入中位数集中在５万—６万加元）生活满意度则基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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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ｇｒｏｕｐｓ，ｎｂｅ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２０００８，３Ｐａｐｅｒ　１４５９３。

②　联合国开发署：《世界发展报告———跨域障碍：人口流动与发

展》，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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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界视点


